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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辭與賦：從文體淵源與文學方法兩方面著眼 

錢志熙
＊ 

引文 

賦體文學淵源于口傳文學時代，至戰國後期而成體，至西漢武帝時代

蔚為大國。詩賦的發展，雖然從文學的整個發展歷史來看，是詩早於賦。

這是因為賦某種意義看是散文的變種，而散文的成熟，是晚於詩歌的。但

從文人文學的發展歷史來看，卻是賦先於詩。賦體是中國古代文人文學中

最早成熟的文體，也可以說文人文學第一階段的主要形態。1所以，漢魏的

文體序列雖然常稱詩賦，但各種總集、別集如《文選》又總是以賦列詩前。2

又從文體的生成來看，漢代賦論家多認為賦出於古詩，是詩之六義中賦法

之獨立成體，但從文人文學的發展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詩出於賦。魏晉

南北朝的詩歌創作，在純文學觀念的自覺與創作方法來看，都受到了辭賦

體的影響。賦法是文人詩歌使用的主要方法，賦法的推進是文人詩脫離民

間歌謠、樂章歌詞的主要資借之一。 
賦體文學的研究，近期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是對賦體的淵源，賦體

的藝術方法及其對後來詩歌、駢文等體裁的影響，還有不少可以深入闡述

的餘地。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賦體文學內部的辭與賦的關係問題。

賦體文學或者說合稱辭賦這一文學品種中是否存在著辭與賦兩種不同的文

體？如果存在兩種文體，那辭與賦的文體界限又應該怎樣區分？自漢以

來，文論家多以辭賦合稱，又是反映了怎樣的一種文體事實？本文準備在

前賢時秀的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探討這些問題。在具體的思考方式上，不僅

僅是將辭與賦作為兩種文體的名目來探討，而是作為將其作為兩種文學的

寫作方法來研究，即從古人所說的「文義」或「文法」的角度來研究辭與

賦的問題。對此，本文所得到的基本認識是，辭賦原本各為古老的文學體

裁，始於口頭文學時代，其文體之名，則得自其各自的修辭方法。至戰國

                                                   
＊ 錢志熙現職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1 參見錢志熙：〈文人文學的發生與早期文人群體的階層特徵〉，《北京大學學報》2009 年第

5 期。 
2 參見錢志熙：〈文選次文之體雜議〉，《文學理論與批評》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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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兩種文體都由口傳轉為書面寫作，出現後人所說的辭賦家這個群體，

也是中國古代文人文學的第一個創作群體。至漢代，賦體名顯，辭體名隱，

但賦論所見，仍多以辭賦並稱。一方面，漢代仍有楚辭體的沿承，另一方

面，辭仍是漢代文學的基本觀念之一。事實上，辭賦不僅是文體之名，更

是文法之名，在整個賦體文學中，存在著辭與賦這樣兩種基本的寫作方法，

也可以說是漢代的兩種基本的文學觀念。如其名稱所示，辭賦文學其實就

是辭與賦兩法的結合應用，而辭與賦彼此消長互補，又區分出漢賦乃至後

世六朝賦、唐賦的發展階段來。我們要研究賦體的藝術體制與寫作方法，

就要深入地研究辭賦兩法。本文主要依據漢晉賦論，闡其深蘊，並結合賦

體的發展歷史來論述這個問題。 

一、 

辭賦兩名，歷來多有辨疑。今人費振剛先生《辭與賦》從文體方面來

探討辭與賦的根本區界，認為漢人稱辭者，為擬騷之作，其抒情主人公都

是屈原，或是為屈原鳴不平，藉以抒發個人塊壘；而賦（漢賦）的主人公

則是作者自己，儘管借鑒楚辭手法，但已擺脫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3這個

看法，區分了漢代辭賦體內部的不同分類，概括了漢代辭賦體的一些事實。

在《全漢賦校注•前言》中，費振剛先生進一步論述了辭賦兩體發生的情

況，其基本觀點是認為辭與賦在戰國時代，基本上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體裁，

都是在楚國興起，並且賦晚於辭。但到了漢代，出現了辭賦不分的情況。4但

是，辭與賦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兩種文體的問題。辭也不僅是楚辭一體，

從他的淵源與流變來看，辭作為一種體裁，其文體的領屬範圍大於楚辭及

其在漢代的擬作。最關鍵的是，在漢代文學的創作現象中，雖然局部地存

在著如費振剛如述的辭體與賦體分流的問題，但就整體來看，漢賦如其常

用的辭賦之名所示，是辭與賦的結合。這種結合不簡單的是文體的結合，

而是兩種基本寫作法的結合使用。 
辭與賦都曾是文體之名，在先秦時期，辭作為文體名目，似乎更為流

行。《周禮•春官•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

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

祝。」又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

曰會，五曰禱，六曰誄。」5《文心雕龍•祝盟》實以論上古辭體為主： 

                                                   
3 費振剛：〈辭與賦〉，《文史知識》1984 年第 12 期。 
4 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7-10。 
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中華書局影印《十三注疏本》），頁 80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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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鹹秩。甘雨和風，是生黍

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

文辭。昔伊耆始蠟，以祭八神。其辭雲（中略）。舜之祠田雲（中

略）。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

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6 

又同篇中敘盟之一體亦曰：「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

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又稱盟誓之要在於「感激以立誠，切至以

敷辭，此其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根據劉勰的考察，辭類文體，

原出於祝史所掌，無論是祝告還是盟誓，都是以天地神靈為對象的。西晉

摯虞《決疑》一文中也說到祝史陳辭的事情： 

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

外嚴警。太史登靈台，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

著赤幘，帶劍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

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

赤絲為繩以系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

故陳辭以責之。日複常，乃罷。7 

摯虞熟於文體的淵源，他這裡所說的，正是古代救日蝕的宗教活動中「祝

史陳辭」的典制。其《文章流別論》在論文體的來源時說： 

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

祝史陳辭，官王箴闕。8 

可見，上古時代的確存在「陳辭」這樣一種文體，尤其是祝史所用。由

此我們知道，屈原〈離騷〉中所說的「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辭」，9

所用的正是古老的祝史陳辭之體。甚至《離騷》通篇，都可以視為向天地

神靈的陳辭。〈九章•抽思〉中也說「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10

「曆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11可見《楚辭》中的〈離騷〉、〈九

                                                   
6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版，2000 年印刷本）

卷 2，頁 176。 
7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本）

卷 77，頁 1904。 
8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77，頁 1905。 
9 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經章句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白化文等點校本），

第 20 頁。 
10 洪興祖：《楚辭補注•九章章句第四》，頁 137。 
11 洪興祖：《楚辭補注•九章章句第四》，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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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實為上古祝史陳辭文體之一種發展。從這裡可以知道，所謂《楚辭》

之「辭」另一重要的內涵，並且可知其與上古祝盟所掌的辭體，有一種淵

源相承的關係。晉代摯虞〈思遊賦〉中也說到「陳辭」：「斐陳辭以告退兮，

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12〈思遊賦〉中主人公

自以為修身耀德而不遇，故欲遠遊高舉，向古代的聖神們陳辭：「逼區內

之迫切兮，思攄翼於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以高翔。造庖犧以問

象兮，辨吉繇于姬文。」13這裡當然是效仿〈離騷〉、〈九章〉的文體，但

與他本人熟知對上古祝史陳辭之體也有關係的。可以說〈思遊賦〉使用的

正陳辭之體。今存先漢雜篇，多以辭為名，如〈蠟辭〉、〈祠田辭〉、〈禱

雨辭〉等，詳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先秦詩〉卷 4 所載。

作家的辭體名篇則有荀子有〈成相雜辭〉。可知辭實為古老之文體名目，其

體源於祝盟之類，至荀卿、屈原而有大的發展。所以，辭賦二名中，辭是

更早流行使用的文體名。 
古代官方及外交上，也注重於辭體，當時人即稱為「辭」、或「辭令」、

「辭命」。《左傳•襄公三十年》載鄭國子產對晉國士文伯之「讓」。雙方使

用的都是辭令之體。因為對答之辭的成功，使趙文子讓士文伯向鄭國敬謝

不敏，所以這篇辭在當時十分有名。叔向因此而讚揚說：「辭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也。」14叔向所說的「辭」，並非普

通意義上的說話，而指經過修飾的辭令。《左傳•襄公三十年》又載子產為

政，知能善任，「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

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

且使多為辭令。」15從「且使多為辭令」可知，辭令實當時的外交文體。古

人又稱「辭命」，《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

鄭玄注：「辭命，六辭之命也。」賈公彥疏亦曰：「辭命，六辭之命也者，

以辭命連言，明是大祝之教命。」16是指天子下達諸侯的一種教命，屬於大

祝所掌六辭中的「命辭。」《孟子•公孫醜上》：「宰我、子貢，善為說

辭；冉言、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12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76，冊 2，頁 1897。 
13 同上註，頁 1896。 
14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卷 40，
頁 2015。 

15 同上註。 
16 《周禮注疏》卷 37，《十三經注疏》頁 892。 



論辭與賦：從文體淵源與文學方法兩方面著眼 5 

 

也。』」17後來的文論家，多以「辭命」通指先秦時代的外交辭令文體。章

學誠還明確地提出戰國之文出於行人辭命之說： 

縱橫之學，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

侯，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

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

也。18 

總結而言，辭實上古修辭之體，其大別又有屬於宗教文學性質的祝史陳辭

與屬於政治與社交辭令性質的「辭命」。二者實俱為辭體文學的淵源。而祝

史陳辭與屈原作品的血緣關係尤深。此點多為歷代論辭賦淵源者所略。 
賦也是古老的文法，詩之六義中有「賦」之一義，又《毛詩•鄘風•

定之方中》敘君子有九能可以為大夫，其中即有「升高能賦」，《國語•

周語》也有「瞍賦」的記載，其詳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

獻書，師箴，瞍賦，矇誦。」19這些都昭示賦並不僅是從詩之六義「賦」發

展而來，它其實是一種古老修辭方法，同時在口傳文學階段已成為一種文

體之名，為後來的荀卿、宋玉等人所本。20漢儒班固等人，從以《詩經》為

正宗的文學觀念出發，專標賦出於古詩之義，而忽略了賦體自身的古老淵

源。劉勰《文心雕龍》對古人關於賦源的這兩種說法，有所綜合：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

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雲：登高能賦，可為大夫。

《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支幹。21 

所謂「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正是指上述關於賦源的兩種說

法。班固等人專重賦出於詩之義，劉勰雖基本上繼承了漢儒之說，但對於

詩之外的古賦淵源有所關注，採取了將兩說結合的說法。就今所見，以賦

為文篇之名，始於荀卿、宋玉。漢初賈誼、陸賈等人繼之沿用。又劉勰云：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叩其端，賈誼振其緒」，22

可知除世所熟知的荀、宋之賦外，秦世也頗有雜賦。陸賈、賈誼等漢初賦

家所沿者，非但有荀、宋等名家之賦，同時也是沿流秦代雜賦之類。於此

                                                   
17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3 上，《十三經注疏》本，頁 2686。 
18 章學誠著、葉瑛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60。 
19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周語上第一》（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頁 11。 
20 參看錢志熙：〈賦體起源考〉，《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 年第 3 期。 
21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 2，頁 134。 
22 《文心雕龍注》卷 2，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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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知道賦在戰國及秦代，已有所流行。至漢景、漢武之間辭賦之風大

盛，其篇章皆冠以賦名。從此賦就成為漢代修辭文學的大宗。而辭作為文

體之名，逐漸闇而不彰。 
屈原的作品主要是辭體，是否原本就稱賦，現在已不能知。司馬遷〈屈

原賈生列傳〉敘〈離騷〉未稱其賦，但論到〈懷沙〉則說：「乃作〈懷沙〉

之賦」。又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23觀此，可知則屈原

的大部分作品，似乎並不都稱賦。至宋玉等人的作品，方才稱為賦。所謂

「好辭而以賦見稱」，其意是說宋玉之徒祖述屈原之好辭，而其創作僅以

賦見稱，顯然是對宋玉等人的創作有不滿之意。賦在這裡，一指賦體，其

缺點是近於俳玩，為宮廷侍從之文；二是指賦法，僅用鋪陳而少抒情、諷

喻之義。這裡反映了司馬遷的一種賦觀，他在賦與〈離騷〉等作品之間，

是有所區分的。其區別即在於屈原繼承古老的陳辭文體，是正宗的辭體，

而宋玉之徒即由辭降為賦。由此可窺楚漢之際辭、賦兩體的升降嬗變之跡。

即辭降為賦，賦法盛而辭法衰。但「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可見，賦體

仍出於「辭令」、「辭命」之體，只是多變直訐為從容婉諭，後來漢賦之

勸一諷百之體，即出於此。與司馬遷對辭賦兩體有所分辨不同，到了班固

那裡，屈原的作品被全部納入到賦的名目中來了，他在《漢書•藝文志》

裡面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

義。」24在《藝文志•詩賦》裡，列「屈原賦二十五篇。」25這樣，在文體

上，他將屈原與宋玉、唐勒以下的楚漢賦家完全等同而視之了。屈作之全

部被稱為賦，很可能是從班固開始的。費振剛先生也認為「造成辭賦不分

有決定性影響的是班固。他在《漢書》中多次以賦稱辭，並在《漢書•藝

文志》中把辭與賦混編在一起，通稱為賦。」26但在這同時，班固又做了另

外一個解釋，即將賦體之賦與「詩之六義」之賦聯繫起來，建構出一個從

古詩到賦的文學史序列，而認為在價值上，屈荀之賦能夠「惻隱古詩」之

義。將賦與古詩聯繫起來，不知最早始於何時？我們知道司馬遷在論〈離

騷〉時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27這是將〈離騷〉與〈詩經〉的風、雅相比較。漢武帝回答臣

下勸諫其喜辭賦之士時，也說過「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28

                                                   
23 《史記》卷 84〈屈原賈生列傳〉冊 8，頁 2491。 
24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30，冊 6，頁 1756。 
25 同上註，頁 1747。 
26 《全漢賦校注•前言》，頁 7。 
27 《史記》卷 84〈屈原賈生列傳〉冊 8，頁 2482。 
28 《漢書》卷 64〈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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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揚雄又有「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則」的說法。29班固關於賦

與古詩的關係的說法，是繼承了自西漢以來的這類看法，從他援引揚雄「詩

人之賦」、「辭人之賦」的情況來看，他的賦出古詩的看法，是深受揚雄

的影響。但班固無疑是賦出古詩六義之說的集成者。從司馬遷的敘述，我

們感覺到他認為屈原的作品與宋、唐等人的賦不同，不能或不願以賦名之。

那麼屈原的作品如〈離騷〉等應該稱什麼？班固稱其為賦，似乎也不代表

漢代一般學者的看法。一般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以「辭」來稱呼這批作

品的，於是有「楚辭」這個說法。漢武帝時，朱買臣被召見「說《春秋》，

言《楚詞》，帝甚悅之。」30宣帝時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31從這裡可

以看出，屈作在漢代並未完全與賦體混同，普通稱為辭。這些問題，都涉

及到辭與賦的關係這個在漢代當時也許就已複雜、難以說清的問題。 
辭與賦在漢代之前，原為兩種文體名。屈原的作品，更主要是繼承古

老的祝盟陳辭、辭命之類的文體傳統，而荀卿則更多繼承戰國宮廷中流行

的「瞍賦」的體制。但是從宋玉、唐勒到賈誼、陸賈，兩體開始雜糅。宋

玉〈風賦〉、〈高唐賦〉等為戰代宮廷賦體之發展，義近俳優。賈誼的〈鵩

鳥賦〉雖然不是專賦鵩鳥，但借物言志，形同隱喻，其體與荀賦還是相近

的。至其《弔屈原賦》則淵源於屈原的〈懷沙〉。〈懷沙〉，司馬遷稱其

為賦，當時可能也是視為賦體的。可見賦名的流行，實以宋玉至賈誼這一

階段為關鍵。而辭、賦義雜，辭名隱而賦名顯，也應該是這個時期的事。

但是文景之際枚乘為〈七發〉，仍是沿用屈原〈離騷〉一類的制名方法，

其體制也有很大的創新性。後來辭賦一體，自立專篇之名的還有不少，除

了「七體」一類外，像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崔駰〈達旨〉

等，蓋作者自以為事屬創制，不同於流俗的賦篇者，則每制專名以自重。

這一派，其實是效〈離騷〉的作法，但論其文體，都屬辭賦之流。所以，

辭、賦兩名，在漢代實是合用。我們常見的漢人賦論，也都是辭賦合用的，

如前引漢武帝之說，「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其中的辭

賦，正是一體的名稱，而非指辭與賦兩體。不僅如此，經過班固對賦史重

構，楚辭也被歸入賦類之中，則自戰國以來的辭體與賦體作品，通被稱為

辭賦。班固〈離騷序〉稱屈原「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

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32就反映了這個事實。後人繼之，凡論賦體者，

                                                   
29 揚雄：《揚子法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諸子百家叢書」影印本）卷 2〈吾

子〉，頁 6。 
30 《漢書》卷 64，頁 2791。 
31 《漢書》卷 64，頁 2821。 
32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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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稱辭賦。如杜篤〈論都賦〉：「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

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33王逸〈楚辭章句〉：「〈招

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

自八公之徒，鹹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

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34如此

其例甚多，不煩贅舉。所以，在漢代，賦體作品，可稱單稱賦，也可稱辭

賦。相反，單稱辭者，其體制常有出於辭賦之外者。作為文體之名的「辭」，

多用於今天被認為是詩歌的一些作品中，如漢武帝的〈秋風辭〉，息夫躬的

〈絕命辭〉，王吉的〈射烏辭〉等等。這在部分作品，其體制當然不屬於辭

賦的範疇。 
在漢代，辭賦兩義，實是相依而用。雖然因為賦法的大興，賦體文學

的正名常用「賦」字，其賦家在論其文辭時，又強調「辭」之義。漢人作

賦，多以「其辭曰」引起賦文，如賈誼〈鵩鳥賦〉、〈弔屈原賦〉，司馬

相如〈大人賦〉、〈長門賦〉，揚雄〈甘泉賦〉、〈長楊賦〉、〈解嘲〉，

班固〈答賓戲〉，馬融〈長笛賦〉等等，其例甚多。漢人稱其文章，凡是

屬文修辭，事在文藝者，例以辭稱。漢人所說的「辭」，淵源於古老的陳

辭、修辭及辭賦之義，是指一種文學的語言。所以漢人稱文學家為「辭人」。

這樣說來，在漢代，辭即我們所說純文學，亦即以修辭為主要目的、以悅

澤為主要的審美功能的文章寫作。從這個意義說，辭又應該是漢代文學之

正名與大名，賦、頌、箴、銘等等，則是辭之下在文體分明。這又是漢人

稱賦體文學為「辭賦」的另一微義。 

二、 

上面對從先秦到兩漢辭賦文體及其名目的分合流變作一番梳理。意在

指出賦體文學的基本淵源，在於遠在口傳文學時代就已產生的辭、賦二體。

但是，辭賦不僅是文體之名，同時也是文法之名。古代的文體理論所研究

的往往不是簡單的文體分類的問題，而是注重於校核名實，即在陳述文體

的名目時，同時辨析此一名目所包含的文法與文義。這在早期的漢魏晉時

期的文論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幾乎漢魏晉時期的重要文學理論，都是通

過文體釋名的方法提出來的。 
如前所述，兩漢以降，多以辭、賦合稱賦體文學，其在文法上面，也

是以辭、賦二義為賦體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其中對賦義闡述較多，而於

                                                   
33 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66。 
34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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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之義，則較少深入闡述。但是早期學者在談及述作之事時，是多以辭、

賦分說。劉向《說苑》有這樣一段記載： 

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擢可爵者而爵之。

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

人賦乎？僑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

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返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

乾，獨不得其所。」 

晉文公請諸大夫賦，舟之僑卻說作賦是君子之事。這與《毛詩•鄘風》中

詁訓傳所說的「升高能賦」為大夫九能之一，是相近的意思。文公請諸大

夫為賦，大夫者，有爵位者，故稱君子。作賦自是其本份之事，之僑自以

未受爵位，只是小人的身份，所以自稱只能陳辭。他這是拿大夫能賦的說

法來委婉地發牢騷。但正好反映出春秋時期的口頭文體中，辭與賦有所不

同。辭有二義，一為陳辭，二為修辭。陳辭與「詩言志」同，是直接表達

思想與感情，修辭則多借比興等法以加強效果，其中多婉轉之意。章學誠

提出戰國文章出於行人之辭，縱橫之說時即云：「孔子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

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

婉而善諷也。」35兩者加在一起，我們可以說辭的最高的指向，在於直而婉。

如上述舟之僑的陳辭，目的是表達自己有功而未受爵的不滿，是一種激訐

的表達，但沒有直說，而是借龍蛇來喻，可說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這

大概是春秋時代士大夫常用的一種陳辭藝術。舟之僑隨晉公子重耳出亡於

外，周流列國。其間大概不少製作辭命之事，所以能口占成辭。可見，先

秦的陳辭，不能不視為一種文體，也不能不視為一種藝事。屈原的作品，

整體上看，正是一種高度發展的陳辭藝術。〈離騷〉中採用陳辭之體，其

最顯著的是從「依前聖以折中兮，喟憑心而曆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

華而陳辭」至「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這一段。作者在這一

段中，向古帝舜的神靈陳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以這種方式來批評懷王的

失政。其實，整篇〈離騷〉也是一個陳辭體。其訴陳的物件，不僅是懷王，

更是天地神靈，上古哲王。由於向天地神靈傾訴，所以帶有靈巫的性質，

其中多咒詈之語。歷來論屈作者，只有司馬遷最能揭示〈離騷〉作為陳辭

的性質： 

                                                   
35 《文史通義校注》，頁 60〈詩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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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

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

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自怨生也。36 

後世學者，班固敘淮南王之傳〈離騷〉，稱屈原露才揚己，他們並因此而

論定屈原為貶絜狂狷景行之士，37北齊顏之推還加上「顯暴君過」的批評。38

這種看法，到宋代最為流行。這都是站在君主政治中君臣關係的立場上理

解問題，根本不知道屈原所繼承的是古老的祝盟陳辭傳統，表現的是一種

原始天才的詩性精神，與後來優遊諷諫、勸百諷一的漢賦完全不同。屈原

其他作品中也有揭示其陳辭性質的，如〈惜誦〉開首即言：「惜誦以致湣

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

六神以嚮服。俾山川以備禦兮，命咎繇使聽直。」39又如〈哀郢〉「曆茲情

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窺見先秦祝盟巫相的陳辭

之體。上古的陳辭多屬宗教性活動，實如後世道教的青詞，以及民間祭祀

的「意旨」、「情旨」。凡祭祀及祝盟，總是要有禱祝的，所以我們說古

代的辭體文學發源於此體，甚至屈辭也直接受此體的影響，並非憑空揣想

之詞。 
賦有二義，一為文法之義，漢晉人論說最多。最早揭示賦義的，應該

是班固《漢書•藝文志》所引的：「《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

賦，可以為大夫矣！」40班固引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似出《毛傳》，但《毛

傳》並無不歌而誦的說法。又《左傳》多引諸國行人賦詩言志之事，所謂

「賦詩」，即誦詩的意思，也是不歌而誦為之賦的證明。所以，不歌而誦

謂之賦，可能是賦的最早的含義。屈原的作品，〈九歌〉為祀神歌舞詞，

〈離騷〉、〈九章〉則為不歌而誦的。這或許是屈原的一些作品被稱為賦

的主要原因。即屈賦之賦，是不歌而誦之賦的賦，而非後世鋪陳敷寫之賦。

詩言志，詩歌出於歌謠，後又多配樂，所以其體制實以短小的抒情為主，

所以文體上有一定的限制。賦則因為不歌而誦的原因，可以長篇輔陳，於

                                                   
36 《史記》卷 84〈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冊 8，頁 2482。 
37 《全後漢文》卷 25，冊 1，頁 611。 
38 顏之推著，王利器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 4，〈文章第九〉，

頁 221。 
39 《楚辭補注》，頁 121。 
40 《漢書》冊 6，頁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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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就了一種篇幅上比較自由，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的誦說文體。可見「不

歌而誦」的修辭體制的明確化，是賦體成立之關鍵。班固在解釋「不歌而

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時也還說：「言其感物造耑，材知深

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41「感物造耑」正是賦體的寫作方法，

這說明賦的寫作，是從物類開始的，但最後是用修辭達義來完成的。師古

注對「造耑」有很好的解釋：「耑，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

緒。」42班固發展了《傳》的內涵，他的賦說其實包括賦與辭兩義，強調了

情志與物類的兩端。這不僅是賦體文學的寫作方法，事實上也為後來文人

詩的寫作方法，魏晉時代最為流行的感物之說，即出於此。 
枚乘〈七發〉對賦義與賦法，頗有闡述。主要集中在覽景與觀潮兩段。

其中覽景這一段說：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

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

連類。」43 

這幾句已經概括了賦體的基本特徵，賦體出博辯，近人多溯賦源於縱橫家，

即此義。然縱橫家的博辯，多是合縱連橫之類的計議，為實用之義，賦法

之博辯則以原本山川、都邑，極命草木、禽獸、事物為旨，是為美飾之義。

賦體雖出於博辯，而其文體之成立，全在於美飾之義的明確。至於「比物

屬事，離辭連類」，則是賦體的基本寫作特點，其重在鋪敘名物，故司馬

相如、揚雄，以侈陳物象，牢籠萬有為高。司馬相如〈答盛覽問作賦〉：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跡也。

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則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44曹丕

〈報卞蘭之書〉亦稱：「賦者，言事類之所附。」45賦體文學與後來的詩詞

文學之不同，正在於這種注重事類，侈陳名物的作法。所以與後來的以描

寫生動、創造境界、創造典型的文學相比，賦體文學似乎失之於粗。然而

賦體牢籠萬有，博辯巨集麗的特徵，又常為後世文學家嚮往的境界。但賦

體鋪陳物之外，也有傳神生動，妙傳物象的一種藝術追求。枚乘的〈七發〉

對賦體此義也所闡發，那就是觀潮一段所說「心略辭給」、「縷形」： 

                                                   
41 《漢書》卷 30〈藝文志•第十〉，冊 6，頁 1755。 
42 同上。 
43 《全漢賦》，頁 18。 
44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 22。 
45 《三國志》卷 5《后妃列傳•武宣卞皇后》，裴注引《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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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

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恤然足以駭矣。

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

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所由然也。」46 

「心略辭給」就觀察、構思與修辭，「縷形」是使物無遁形。原始的

賦義中，是缺少這種觀念，枚乘因為要形容廣陵之潮，浮現出縷形的意圖，

促使賦法由粗向精發展。從西漢到東漢，賦體藝術的發展的一個方向，就

是這種強調「心略辭給」的「縷形」的寫物藝術的發展。早期的大賦之類，

中間雖然也有對事物的傳神的描寫，但主要鋪陳事類名物為主，即「比物

屬事，離辭連類」。但到了後漢班固、張衡等人的賦，追求表現生動的事

物形象，不滿足於事類的鋪陳。陸機〈文賦〉之所以提出「賦體物而瀏亮」

的定義，所概括的不是西漢馬、班的大賦，而是對張衡的〈歸田賦〉為先

驅的後漢至魏晉的抒情小賦、詠物小賦的體物藝術。簡要來說，就從「比

物」向「體物」的發展。 

賦為作文之一法，不歌而誦謂之賦，「比物屬事，離辭聯類」（枚乘

〈七發〉）謂之賦。故知賦為春秋至兩漢修辭之大法，並由此法發展為文

辭之一體。我們考察早期文體之得名，多原本于文法，如頌、箴、銘、誄，

皆因事而得名，由表示文章寫作方法之動詞而演繹為指稱文體的名詞。賦

也是這樣，因文事而立文名。所以，以文體而論，賦體與其它文體有界囿

之分；以文法之義而論，不但六義之賦法，早於賦體之成立，即漢代其它

文體中，咸有賦法之使用。所以，賦是漢代各種文學共同使用的文法，漢

代作者，多憑藉賦來實現其心目中的文學作品的體性。不僅純文學的篇章

之文多使用賦法，即使子書、史傳，也不乏賦法之使用。從這個意義上，

我們說賦是漢代文學的基本理念，也不過份。 

辭的原始意義是陳辭，早期的辭命或祝盟、巫告之類，多是口傳，所

以斟酌修辭，重在達意。隨著書面辭賦的出現，人們對修辭藝術的追求有

了發展。漢魏賦體發展的基本方向，就修辭藝術的提高，就辭的方面來講，

從單純的宣敘情志，到仲長統〈昌言〉所說的「英辭雨集，妙句雲來」，

著重於「英」、「妙」的審美效果，表現了漢魏時代文人在修辭藝術上的

發展。陳辭、辭命，是最早形成的修辭行為。與之相比，賦無疑更後起的

一種修辭方法，它以鋪張摛陳為特點，其實是修辭行為在審美上的進一步

自覺化。 

                                                   
46 《全漢賦》，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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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賦體文學是辭與賦兩種修辭方法的結合使用，其他方法如頌美、諷喻、

抒情、議論，都是以這兩種方法為基礎的。漢代以前的辭賦，主要是以表

現主觀情志的辭法為主，屈辭就是一個典型。賈誼的作品雖然以賦名，但

其寫作的特點，還是以陳辭的方式為主。尤其是他的〈弔屈原賦〉和〈鵩

鳥賦〉，通篇所重者，還是抒敘與議論，而非鋪陳事類。此後雖然賦風大

盛，但祖述屈、賈，以陳辭為體的作品，仍然是漢代辭賦的一類，朱熹《楚

辭集注》，後世祖述楚辭的作品列於屈、宋的作品之後，以表示辭體文學

的淵源。其中西漢莊忌〈哀時命〉等，都是模擬〈離騷〉、〈九章〉等作，

本身就以屈原為主人公。像馮衍〈顯志賦〉這樣的「言光明風化之情，昭

章玄妙之思」47的作品，所用的也都是陳辭、言志之法，但都是自闢境界，

不再為依擬之作。這類作品很多，像張衡的〈思玄賦〉、〈應間〉，蔡邕

的〈玄表賦〉、〈釋誨〉都是代表作。在賦法大盛的漢代，這批作品繼承

楚辭之體，可以說主要是用辭法。但是，漢代的辭體，也大量地使用賦法。

賈誼的賦，已經多用鋪陳之體，其中最能其與後來的賦體比較接近的地方，

是較多地使用形容詞，如〈弔屈原賦〉： 

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兮。」48 

其中如「壹郁」屬於雙聲聯綿詞，「漂漂」屬於疊字形容詞，「沕」字屬

於領起全句的單字形容詞。大賦體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大量地使用這幾種

形容詞。《楚辭》已多形容詞的使用，尤其是像〈招魂〉這樣的作品，賦

體就是對這種修辭方法的繼承與發展。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甚至可以說最

早的文章藝術的自覺化，就在於對形容詞的近乎癡迷的使用。如果說動詞

使用藝術的發展是詩歌藝術發展的關鍵，那麼對形容詞的使用藝術的講

究，則是賦體寫作的關鍵。鋪陳事類與形容詞大量使用，構成賦的基本修

辭方法。賦風之盛，始於梁孝王梁園文士集團與稍後的淮南王文人集團。

這兩個集團中的賦，帶有徘玩之作的特點，以賦物見長，現在所存的〈梁

王菟園賦〉、〈笙賦〉、〈柳賦〉，鄒陽〈酒賦〉、〈幾賦〉，公孫乘〈月

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楊勝、劉安各自所作的〈屏

風賦〉，劉安的〈薰籠賦〉，都是以賦物類為主。到了司馬相如作大賦，

擴大了〈梁王菟園賦〉這樣作品規模，賦天子宮苑遊獵之事，以逢迎武帝

                                                   
47 《全漢賦》，頁 259。 
48 《全漢賦》，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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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奢心，但同時又婉轉地表達對於奢極的諷諫。這種賦，將鋪陳物類與侈

用形容詞的特點發展到極點。從此，源於上古、盛於屈作的陳辭之法衰落，

鋪陳物類的賦法興盛起來，賦義也從古代的「不歌而誦」更多地轉向「鋪

陳」一義，漢人釋賦多用此義。劉熙《釋名》即雲「賦，敷也，敷布其義，

謂之賦也。」這應該是漢人對於賦體與賦法的最簡明也最標準的定義。 
當然，賦也不完全只有鋪陳事類、體寫物象的功能，賦體同時也作抒

情、敘述、議論諸用，如司馬相如〈長門賦〉，就要是抒情之用，而其〈美

人賦〉顯然有時敘事之體。其他如孔臧〈楊柳賦〉序稱「物有可貴，雲何

不銘。乃作斯賦，以敘厥情。」，49則賦可通於銘。桓譚〈仙賦〉稱其從成

帝祠甘泉，過華陰集靈宮，見存仙殿、望仙門。「余居此焉，竊有樂高妙

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以頌美曰。」此則賦可通於頌矣。又杜篤〈論都賦〉：

「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

論都。」此則賦可通於論也。又崔篆有〈慰志賦〉、馮衍有〈顯志賦〉等，

揆之詩言志之說，則賦也可言志，此又賦之通於詩矣！漢人多以詩賦並稱，

如王符《潛夫論•務本》云：「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

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誣罔無

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

之言者也。」50詩與賦兼有抒情言志，美刺教化之功能。此又賦可通於詩之

說也。賦與詩通，這也是因為賦原有諷喻之義，原本古代宮廷侍從的諷諫

的一種文體。《國語•周語》載召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

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

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見古

代的宮廷文學，原有諷諫的傳統。辭賦也是諷諫傳統的一部分，所以漢人

做辭賦，例以諷喻為辭。即以批評賦體缺少諷諫功能的揚雄而言，他的賦

作，以及他所學習的司馬相如的賦作，也都是以諷喻為目的。揚雄〈河東

賦序〉：「其三月，將祭後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滂汾陰。既祭，回

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曆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

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51

按成帝因祭祀汾陰，經過殷周舊墟，思唐、虞之風。揚雄以帝有思治之心，

所以上〈河東賦〉，先賦奢游之盛，結以要言妙道，以為諷諫。〈羽獵賦〉

也是這樣，揚雄以漢帝臺館園囿過於奢侈，並且又大事田獵，「尚泰奢，

                                                   
49 《全漢賦》，頁 118。 
50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頁

19。 
51 《全漢賦》，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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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又恐後世複修前好，不折中以

泉台，故聊因校獵賦以風。」52可見，從漢代賦體文學兼有頌美、言志、諷

喻等功能來看，賦與辭、頌、銘、詩等也是相通的。但整體來看，賦是以

鋪寫物類、鋪張揚厲為其基本特點，它是一種注重外在形象的文體。這也

是賦所以成為漢代辭賦文學之主名的原因。 
辭賦不僅是分合複雜的相關的文體，同時也是有著相對性的兩種文學

觀念。辭重主觀表達，賦重客觀描寫。就漢代來講，是賦盛而辭衰。但魏

晉以後辭賦，又很大程度來恢復辭的功能，可以魏晉以降之賦，在繼承賦

法的同時，真正發展的卻是辭之法。所以其言志、抒情、敘述之功能，反

而較漢賦為強。漢賦中後人看起帶有叢蕪之嫌的大量的名物使用與各種特

殊的形容詞用法，實際上卻是漢賦之法中最不易為後人效仿的一部分。即

以李、杜之高才，李之〈明堂賦〉、〈大獵賦〉，杜之〈三大禮賦〉，都

是想一反六朝體物瀏亮之格，恢復漢大賦之堂廡廣大、修辭古茂之的風格，

但是他們在諸如雙聲疊韻的聯綿詞的使用，以形容詞領起全句等方面，也

只能稍作模仿而已。這裡面涉及到漢代人的語言習慣的問題，這種形容詞

藝術特別發達的情況，可能是漢代獨特的審美趣味，後人難以完全欣賞。

從這個意義上說，兩漢賦法之漸衰，是勢所必然之事。漢以後的賦，不得

不以具有更加廣大的功能的辭法來改造賦。甚至後世還用詩法、文法來改

造賦法。但是賦重物類、賦尚形容，則是其根本的體性。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性觀點：即從先秦到楚

漢、秦漢之際，早期的文學經歷了從辭到賦的發展過程，賦代表了文人文

學的確立。這種確立，是以對於文學的創造形象、追求感性之美的強調為

主要特徵的。人們對詩歌的基本的認識，從一開始就將指向內心世界，「詩

言志」（《尚書•堯典》）、「吟詠情性」（〈毛詩序〉）、「詩緣情」

（〈文賦〉），而對於賦的定義，則一開始就指向外在世界，是對物的再

現。而且在漢王朝一統盛世孕生的辭賦經典，所表現是人們對於整個宇宙

世界及社會萬象的全面再現的願望，差不多可說是希望在文學裡呈現整個

世界。賦的藝術方法，正是植根於這種試圖全面再現事物的形象的願望。

從這個意義上說，賦代表了文人文學最早成熟的一種文學方法，同時也是

最早追求的一種審美理想。並且，這個時期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是外向性。

這與思想史的發展也是一致。早期的思想史，著重的對外在世界及人類社

會本身的解釋，是外向性的。春秋戰國時的儒家思想中，已經出現了思孟

一派的心性之學，並且也出現老莊的道家思想，但在大漢盛期，這兩種思

                                                   
52 《全漢賦》，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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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僅沒有被發展，而且連繼承也都談不上。大漢盛世人們的世界觀，整

體上看，是指向外在世界，迷戀於外在世界的物質性，而對內心的精神世

界，卻基本上沒有很好的關注。這種對世界外在形象的迷戀，對於窮盡物

類、全面再現世界事物的自信，其實也是反映了中國古代文人群體正在經

歷早期的不假思索的天真的時代。典型的漢大賦在東漢時代的逐漸衰落，

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時代精神的失落，是思想時代將要到來時所應付的代

價。從這個意義，我們也可以說，賦代表了一種藝術的理想，一種並不能

完全實現的藝術理想。魏晉南北朝的賦，與這個時期崇尚緣情適性的藝術

精神一致，以再現外在世界為基本精神的大賦衰落，而緣情適性的抒情、

詠物小賦極為流行，賦與詩歌更加靠近了，或者說賦體文學更多地回歸到

早期的辭體文學的道路上。但是漢賦的傳統，使其雖靠近詩歌，回復辭體

特性，但卻始終不與詩體合流，並且賦法始終的賦體文學的文體上質的規

定性。賦體與詩體不同，詩體多有其文體形式的上固定性，如五言、七言、

古體、近體、詞曲，賦體卻從其產生之時起，就沒有對其文體上作任何的

形式的規定。後人也常根據賦體內部的不同文體形式進行分類。如分為騷

賦、文賦，53有分為騷體賦、文賦、詩體賦的。54其實這正反映賦與詩的不

同特點，即其在形式缺乏外在的固定性，是變化不拘。賦體的規定性，主

要就在於其寫作方法上的規定性，即賦法的集中運用。 
 

                                                   
53 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七章，第二節。 
54 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一章〈導言〉「一、賦與賦的形成」。 




